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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启迪与本土创造：傅雷的翻译思想研究
马晓冬 北京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文以傅雷曾阅读过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一书并大致认同其原则的事实联系为基础，探讨傅雷与泰特勒翻译标准

的共鸣与差异，并尝试丰富对傅雷“神似”论来源的认识，进而阐发傅雷翻译思想中的创造性因素。文章首先讨论二者翻译

观念中要求译文似创作文字的共同标准及相似表述；然后重点从翻译如绘画的类比来考察泰特勒对傅雷的启发，并分析两人 

“翻译是艺术”这一理念的契合；第三部分则通过分析傅雷和泰特勒翻译思想的差异，特别是傅雷对翻译创造新句法的认识，

对傅雷“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这一翻译标准进行阐发和解读。最后，结合时代语境讨论傅雷的相关翻译思

考如何在建国后的翻译界产生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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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

1747-1813）《 论 翻 译 的 原 则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一书，不仅在西方翻译

理论界有广泛影响，也引起中国译者与学者的持

久关注。上个世纪 20 年代初，郑振铎就系统地

介绍过泰特勒的学说，文学家洪深、翻译家李健

吾、董秋斯等人在 20-40 年代也都曾谈及泰特勒

的翻译原则①，建国后的 50 年代，翻译家罗书

肆在《翻译通报》（第 1 卷第 5 期）上专门撰文

介绍这位英国学者的翻译理论，而著名翻译家傅

雷更是明确表达对泰特勒理论的认同。长期以

来，国内学界关于泰特勒的翻译思想与中国译论

之关系的研究，一直聚焦于泰特勒提出的三原则

与严复“译事三难”的关系②。虽然相关成果使

我们在比较视野中对信达雅的涵义有了多层次的

认识，但正如前文粗略梳理所提示的，在中西译

论比较的框架内讨论泰特勒翻译观念与中国译界

的关系，除了严复与泰特勒之间的平行比较，从

比较文学“事实联系”的角度出发，我们还有更

多有待考察的课题，而翻译家傅雷的相关思考尤

其值得我们注意。

在 1951 年 4 月致宋淇的信中，傅雷提到：

“《泰特勒》一书，我只能读其三分之一，即英法

文对照的部分。其余只有钟书、吴兴华二人能

读。但他的理论大致还是不错的。有许多，在我

没有读他的书以前都早已想到而坚信的。可见只

要真正下过苦功的人，眼光都差不多。”为了说

明自己与泰特勒的共鸣，傅雷给出一个非常具体

的例子：“例如他说，凡是 idiom，倘不能在译文

中找到相等的（equivalent）idiom，那么只能用

平易简单的句子，把原文的意义说出来，因为照

原文字面搬过来（这是中国译者百分之九十九以

上的人所用的办法），使译法变成 intolerable 是

绝对不可以的。这就是我多年的主张。”（2010a：

130）③傅雷所说泰特勒的“理论”，其实就是

《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提出的翻译观念。

对傅雷翻译思想做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

现其在相当层面存在对泰特勒翻译思想的回应

与共鸣。此外，与上述曾或多或少论及过泰特

勒翻译思想的译者相比，傅雷的译作及其翻译

思想在译界产生了更大影响。因此，本文尝试

从比较译论的角度，以傅雷为个案，考察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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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特勒思想的接受、吸收及与之的差异，并借

此进一步认识傅雷翻译思想的特点与创造性内

涵、理解其对建国后翻译理论建设的意义。

一、“译作应具备原创写作所具有的自然流

畅”—“务使译文看来似中文创作”

泰特勒的三原则中，第一条涉及传递原作

的思想，第二条与传递原作风格和手法有关，

而第三条“译作应具备原创写作所具有的自然

流 畅（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tion）”（2007：9）④则关注译文

本身的语言表现。由于充分意识到译者在摹仿

原作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限制，泰特勒认为与保

存原作的思想情感和风格相比，最后一条要求

尤其困难，“对于戴着枷锁行走的人，要显得优

雅自由绝非易事。”（同上：112-113）“那么，译

者如何完成自然（ease）与忠实（fidelity）的

艰难融合？”泰特勒的回答是：“他应该接纳原

作者的灵魂，让原作者通过自己的身体说话”

（2007：114）。他强调，“译者一定要弄清楚，

如果原作者以译者所用的语言写作，会以何种

风格表达自己。”（同上：107，下划线为本文作

者所加，下引文同）

在 1951 年 9 月写就的“《高老头》重译本

序”中，即傅雷写信表达对泰特勒翻译观点认

同的 4 个月后，傅雷也提出了自己的“译文标

准”，与泰特勒的思路和表述相当近似：

倘若认为译文标准不应当如是平易，则不

妨假定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

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

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词害意，或以

意害辞的弊病了。（2010b：242）

傅雷的翻译标准与泰特勒如此接近：不仅其

假定原作者用翻译语言写作的论述方式近于泰特

勒，而且其对忠实原文与流畅风格兼顾的要求也

与泰特勒强调“自然与忠实的艰难融合”相契。

在傅雷同期（1951 年 10 月 9 日）写给宋淇

的信中亦有类似表达—“有些形容词决不能

信赖字典，一定要自己抓住意义之后另找。处

处假定你是原作者，用中文写作，则某种意义

当用何种字汇。以此为原作，我敢保险译文必

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成功。”（2010a：137）以

译文为原作，在中文表述中乍听起来似不合逻

辑，但如联系泰特勒的第三原则“译作应具备

原创写作（original composition）所具有的自然

流畅”，将这一表述置于翻译写作和原创写作的

文体对立中来理解，我们就能体会出傅雷对翻

译往往“以词害意”、“以意害辞”这些问题的

敏感，以及他对翻译之艺术创造性的自觉意识。

在另一场合，傅雷再次明确了他对译文艺术

性的要求：“我尽量尝试译得忠于原文，而又不

失艺术性，务使译文看来似中文创作，惜仍然力

不从心。”（同上：247）对他来说，艺术性的取

得仍然是以译文似中文创作这一标准为尺度的。

相对来说，泰特勒提出想象“原作者以译

者所用的语言写作”在西方翻译理论界并非突

出的创新，斯坦纳就认为，“在译文中应该让作

者这样说话，即假定作者是一个当代英国人他

一定如此”这类的表述，在 18 世纪是相当普遍

的说法（Steiner，1975：43），但在中国近现代

翻译界，此类表述却并不多见，将这一标准作

为对译作质量与艺术水准的核心要求，并对之

进行反复阐述，成为傅雷翻译思想的突出特征。

其实，译文当然不是中文原创，但要求其

“看来似中文创作”，这个“似”是在“艺术性”

上达成的。强调译文如原创作品，即是要求译

文本身要能成为艺术作品，达至艺术创造的水

平。傅雷翻译标准与泰特勒的契合，从根本上

来自于两人对翻译艺术性的认识：他们讨论翻

译问题，不仅都专注于文学文本，而且都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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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本的艺术效果⑤。

在《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泰特勒经常

使用 “翻译的艺术”（Art of Translating）或“这

门艺术”（the art）的说法⑥，因此，泰特勒有时

直接称译者为“艺术家”（2007： 8）。由于把翻

译实践视为艺术实践，把译者视为艺术家，在

泰特勒笔下，我们所熟悉的作者、译者之间的

等级差异似乎并不存在，对他来说，译者也是

作者。他经常用 author（2007：80）或 writer（同

上：114）来指称译者。

虽然林语堂等现代中国译者也早就提出

了“翻译是一种艺术”的主张（林语堂，2009：

491），但在将翻译作为艺术全身心投入和郑重

看待这一点上，恐怕少有译者堪与建国后的傅

雷匹敌。“《高老头》重译本序”的最后，傅雷

感慨：“艺术的境界无穷，个人的才能有限：心

长力绌，惟有投笔兴叹而已”（2010b：242）；

在致画家黄宾虹的信中又讲“以前旧译，细捡

之下，均嫌文字生硬，风格未尽浑成，目前正

从事校勘重译之法国文学巨著，共有百万余

字，故常以艺术之境界无穷而个人之生命有限

为恨。”（2010a：116）傅雷对自己以及他人译

作的严苛批评正源自其用以衡量的艺术标准：

“由于我热爱文艺，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

业，不但把损害艺术品看做像歪曲真理一样严

重，并且介绍一件艺术品不能还它一件艺术品，

就觉得不能容忍。”（2010b：213）在翻译是艺

术的认识下，泰特勒和傅雷给出的具体判断与

建议也有诸多契合，如两人都认为译者与原

作者气质相近方能更好履行翻译职责（Tytler，

2007：204；傅雷，2010c：139），也都对译者

的艺术眼光与趣味提出了要求。

二、翻译如临画

在中国现代翻译理论中，傅雷的“神似”论

被认为是在“翻译文论中称引较多的代表论点”

（罗新璋，2009：15）。他通过“翻译如临画”的

比喻，提出了其著名的翻译标准。仍然是在 “《高

老头》重译本序”中，傅雷开篇就写道：“以效

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

而在神似。以实际工作论，翻译比临画更难。临

画与原画，素材相同（颜色，画布，或纸或绢），

法则相同（色彩学，解剖学，透视学）。译本与

原作，文字既不侔，规则又大异。”（2010b：241）

而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中同样有翻译

与摹画的类比：

即使对第一流画家而言，要在摹本中保存

原作的自然风格和精神面貌（the ease and spirit 
of the original）都很困难。况且画家采用的还是

相同的颜料，只要考虑忠实摹仿原画的笔触和

风格就可以了，……但译者的任务却极为不同：

他使用的不是和原作同样的材料，却必须赋予

自己的画面以同样的力量和效果。他不能复制

原作的笔触，却须用自己的笔触，创造绝妙的

相似（resemblance）。他越汲汲于严格谨慎的摹

仿，他的复制就越难反映原作的自然风格和精

神面貌。那么，译者如何完成自然（ease）与忠

实（fidelity）的艰难融合？直白地说，他应该接

纳原作者的灵魂，让原作者通过自己的身体说

话。（2007：113-114）
前文已述，1951 年 4 月，傅雷在致宋淇的信

中谈及自己阅读过泰特勒此书，并表达了与泰特

勒的共鸣，而在前引傅雷的文字—1951 年 9 月

写就的“《高老头》重译本序”中，呈现出傅雷

对翻译问题的思考与泰特勒翻译思想有着紧密的

联系：首先，他提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

的中文写作”这一和泰特勒相似的翻译标准；其

次，他所使用的翻译如临画的比喻与泰特勒一

致，二者都关注到翻译摹仿、复制的性质（相似

的问题）和这种相似所指向的不同层面（物质

和精神）；第三，傅雷关于临画使用相同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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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却使用不同素材的说理方式亦与泰特勒重

合。第四，两人的目的都在于强调翻译活动中复

制“神”（spirit）的重要性。应该说，自身对绘

画艺术非常熟悉的傅雷一定对泰特勒此说有所会

心。阅读泰特勒并与之共鸣，激发了傅雷结合中

国传统找到比泰特勒更精炼直接的语言与形象来

表述自己的翻译思想。⑦

虽然将翻译与临画相参照的立论方式极可

能得益于泰特勒，但傅雷对之的阐释则融合了

中国传统美学、其个人的艺术经验以及对中国

翻译现状的关怀，值得我们细细体会个中滋味。

根据斯坦纳的研究，在西方翻译传统中，译

者如画家、翻译如绘画的类比是与西方文学艺术

的“摹仿”传统分不开的，即这一思路亦将翻译

视为对原作的一种“摹仿”。从德莱顿（Dryden，

1631-1700）开始，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许多作家

和译者都进行过此种类比（Steiner，1975：35-

47）。泰特勒论述中之所以特别突出临画与翻译的

差异—翻译使用不同的材料，却仍要创造绝妙

的相似—借此表明翻译之难，就是试图使翻译

在某种程度上超越“摹仿”的地位，或者说将翻

译从形式的摹仿（临画的“摹仿”）转移到了对

原作者灵魂的再现（翻译的“摹仿”），从而突出

翻译的艺术创造本质。而傅雷虽然借鉴了泰特勒

关于翻译之难的表述，却利用中国绘画本身“神

贵于形”的美学传统，以“翻译如临画”来说明

二者艺术追求在本质上的相似性。这种论述方式

渗透了中国美学价值观和傅雷自己对艺术的思

考，也是傅雷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和出于本土关怀

进行的创造性阐述。

在此十多年前（1943 年）一封致画家黄宾

虹的信中，傅雷曾谈及师法古人的问题，提出

了“神似方为艺术”的观点：“化古始有创新，

泥古而后式微，神似方为艺术，貌似徒具形骸，

犹人之徒有肢体而无风骨神采，安得谓之人

耶？其理至明，悟解者绝鲜”（2010a：46）。如

果我们把此段论述中的“古”替换为翻译中的

原作，则与傅雷后来在谈翻译问题时所提出的

“神似”论在本质上极为一致。这或许就是傅雷

所言泰特勒的翻译理论，有许多“他早已想到

而坚信”的缘由吧？

可见，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对翻译思考得愈

加成熟的傅雷，与泰特勒的翻译思想产生了强烈

的共鸣，正是在此域外启迪之下，傅雷通过翻译

与绘画这两种艺术的类比，汲取中国传统美学，

以“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言简意赅地抓住

了翻译的理想状态，唤起对翻译中形神关系的注

意。立论之根本就在于将翻译的认识从语言形式

的转换过程提升到艺术再创造，正如罗新璋先生

所说，傅雷翻译思想对于 “把翻译提高到美学范

畴和艺术领域” （2009：13）至为关键。

三、傅雷与泰特勒翻译思想之差异

当然，由于时代和文化的差异，傅雷的翻

译标准也与泰特勒存在分歧。透过这些分歧，

我们可以把握傅雷翻译思想的本土关怀与创造

性内涵。

（一）“自由”之尺度不同

傅雷和泰特勒都强调译文应如原创写作，

强调译文应超越对具体形式和表达的摹仿，传

递原作的风格与精神特质，从而赋予译者一定

的自由。泰特勒的理想译文是既自由又具神

韵的翻译（free and spirited translation）（2007：

119），而傅雷则说：“我们在翻译的时候，通常

总是胆子太小，迁就原文字面、原文句法的时

候太多。要避免这些，第一要精读熟读原文，

把原文的意义、神韵全部抓握住了，才能放大

胆子”（2010a：130），更深入地阐述了自由与

神韵之间的辩证。不过，两人所理解的翻译

“自由”，在尺度上又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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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特勒主张，为表现原作的精神和灵魂，

保持译文的流畅，译者具有删减原作的自由，

虽然他也强调这种“自由”应该慎用，且一定

要由译者良好的艺术鉴赏力做支撑，但根据他

作为典范所提供的译例判断，这种自由在今天

看来却失于“放纵”。比如，荷马史诗《伊利亚

特》中，在描绘英雄赫克托耳与妻子安德洛玛

克告别的时刻，有一个场景是赫克托耳伸手抱

孩子，“后者缩回保姆的怀抱，一位束腰秀美的

女子”⑧，而蒲伯的英译则删除了原作中描绘保

姆束腰的表述语。泰特勒在这一点上非常赞赏

蒲伯，因为在他看来，此处译者蒲伯的艺术趣

味高于在描写如此场合去赞美保姆腰部的荷马。

泰特勒认为，荷马描绘人物的许多表述程式

（epithet）都是不合常理的，译者如果完全依照

原作，就是缺乏判断力的表现（2007：31-32）。

而我们知道，荷马作品中存在的大量程式化表

述正是史诗所含口头传统的特征，是荷马史诗

的重要文体标志。结合此例以及泰特勒书中对

其他一些译例的评价，我们会发现泰特勒所赞

赏的艺术判断力，是从新古典主义的立场及审

美标准出发的，这就会导致以艺术判断力为名

对原作的大胆改造，即纳博科夫所谓“带着专

业的优雅给他笔下的牺牲品涂脂抹粉”（2015：

317）。傅雷虽然没有直接谈及对翻译中类似改

造的看法，但从他对翻译的总体思考看，他是

绝不能接受这种自由的。

首先，傅雷虽然从中国画论中借用了“神

贵于形”的主张，但中国绘画中的“传神写照”

一面强调对神的追求，一面提倡“以形写神”。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傅雷翻译思想中颇具悖论

性的因素：意图超越形似的“放大胆子”和在

艺术面前如履薄冰的心态及小心谨慎的文字磨

砺。他不仅对他人的翻译多有褒贬，对自己的

翻译也极为苛刻，傅雷书信中，常见对于自身

翻译语言的检讨：

我自己愈来愈觉得肠子枯索已极，文句都

有些公式化，色彩不够变化，用字也不够广。

（2010c：25-26）

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而论，

自问与预定目标相距尚远。（2010a：273）

对傅雷而言，翻译虽然重在追求“神似”，

不能拘泥于字面和句子结构的“形似”，但翻译

的传神达意，又必须通过译文的语言表现力和

形式的经营来实现，以至于他“连打中觉也在

梦中推敲字句”（2010a：128）。因此，傅雷的

“神似”并非重神轻形，而是在形神不可兼备的

情况下，抛开“形似”的束缚（并不意味着忽

视“形式”），用译者的苦功和形式的经营达到

传神的目的。“神似”虽然高于“形似”，但却

要通过对形式本身（句法、遣词用句等等）的

锤炼才能获致。译者的艺术创造性恰是在这种

悖论中实现的。 

傅雷“神似论”的意义并不在于以本土的

审美标准修饰和改造原作。毋宁说，是在意识到

翻译实践中往往形神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出于对

艺术作品文体效果的考虑，所求的超越字面的翻

译。他所担心的是传递字面会失却原文文气的连

贯和语气的生动。傅雷举过一个很普通的例子：

例如 Elle est charmante=She is charming，读

一二月英法文的人都懂，可是译成中文，要传

达原文的语气，使中文里也有同样的情调、气

氛，在我简直办不到。而往往这一类的句子，对

原文上下文极有关系，传达不出这一点，上下

文的神气全走掉了，明明是一杯新龙井，清新隽

永，译出来变了一杯淡而无味的清水。甚至要显

出 she is charming 那种简单活泼的情调都不行。

（2010a：128）
对于这样简单的短语，翻译家傅雷也总是希

望在传递意义之外，让译文具足原作的“神气”，

而不是简单地以本土的审美对之进行置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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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传递对傅雷来说是底线，在实践中，傅雷

的译文“删句、删段的情况根本不存在，增减

字的情况也很少”（郑克鲁，2005：227）。可见，

傅雷虽主张为了追求艺术上的神似，译文可以超

越对原作句法结构和字面表达的复制，但泰特勒

所欣赏的如蒲伯那样依据本土审美眼光删减和

“创造”原文“意义”的方式，则不会为傅雷所

支持。

（二）“创造中国语言”

泰特勒的第三原则阐明译文应具有原创写

作的流畅自然，而傅雷也强调理想的译文仿佛

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乍看起来，似乎二者都

比较倾向于归化的翻译。泰特勒常以本土和当

代的文学趣味来评判译者对原作的删改增添，

这在上述他对蒲伯翻译的评价中非常明显。出

于此种倾向，在《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作

者从未讨论过译本对于更新和丰富译入语的意

义以及翻译输入相异性的功能，而这本应是翻

译最重要的文化贡献。

尽管傅雷提出“从无法文式的英国译本，

也没有英文式的法国译本”，强调在翻译时应

“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2010b：

241-242），但他也同样思考翻译对于“创造中国

语言，加多句法变化”的意义，这一点可以说

继承了“五四”以来的翻译传统。

在致好友宋淇的信中，傅雷说：

我并不说原文的句法绝对可以不管，在最

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但无论如

何，要叫人觉得尽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为中

文。……我以上的主张不光是为传达原作的神

韵，而是为创造中国语言，加多句法变化等等，

必要在这一方面试验。我一向认为这个工作尤

其是翻译的人的工作。创作的人不能老打这种

句法的主意，以致阻遏文思，变成“见其小而

遗其大”；一味的只想着文法、句法、风格，决

没有好的创作可能。（2010a：130）

可见，傅雷对于翻译输入域外资源、滋养

本土创作的责任有清醒的意识。他说的“务使

译文似中文创作”，绝不是以本土审美与文化标

准去归化域外作品，而是接受句法新奇而不失

为中文的翻译，且特别提出这是翻译者和创作

者相比的特殊任务。这种输入句法、以翻译创

造中国语言的理想，既是傅雷个人的抱负，也

是五四以来翻译界的某种共识，其原因与中国

现代从文言到白话的语言转型相关。傅雷表达

过用普通话传情达意的困难：“白话文却是刚刚

从民间搬来的，一无规则，二无体制，各人摸

索个人的，结果就要乱搅。同时我们不能拿任

何一种方言作为白话文的骨干。我们现在所用

的，即是一种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杂种语言。

凡是南北语言中的特点统统要拿掉，所剩的仅

仅是一些轮廓，只能达意，不能传情。”（同上：

129）更确切地说，现代汉语虽然是从近代白话

中发展而来，但它又确实是一种新的语言。它

的成长，需吸取文言、方言和异国语言的营养，

不断拓展和丰富自身。那些主张直译的现代译

者，其理论动力就是这一认识⑨。而即使是傅雷

这样一位并非以直译为理论主张和实践宗旨的

译者，对此亦有深刻的思考。正如有的研究者

所考察的，傅雷本人的译作无论在句法、词汇

还是习语的传递上，都有突破中文常规、进行

直译的努力，前文所说“句法新奇而不失为中

文”，虽然不容易做到，却体现了傅雷希望保持

原作句法的目标，“‘形神兼备’才是译者傅雷

的最高理想”（孙凯，2013：60）。与泰特勒那

种偏于自我中心的艺术判断力不同，傅雷的翻

译理念中既包含着在本土文化中创造艺术品的

追求，也负载着以翻译创造中国语言的使命。

虽然“理想的译文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

这一说法及对类似标准的反复强调很可能得益

于泰特勒的启发，但由于傅雷对译者自由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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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限制以及对翻译创造中国语言的认识，他

的这一标准在内涵上就超越了泰特勒第三原

则（“译作应具备原创写作所具有的自然流

畅”）的单一风格内涵。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

（Antoine Berman，1942-1991）曾提出“翻译作

为异的考验”这一命题，内含双重意义：首先，

它是异对我的考验，“它创立了自我和他者的

关系，力求在其纯粹的他者性中向我们打开异

域作品（elle vise à nous ouvrir l’oeuvre étrangère 

dans sa pure étrangeté）”，其次，翻译也是对异本

身的考验，因为它使“外国作品脱离自己的语

言土壤”（2008：115）。从这种双重考验出发，

我们可对傅雷所说“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

的中文写作”有更丰富的理解。

译文应是中文写作，它不应是按照异国作

品的语言表层结构复制（形似）而成的非中文，

但它却是一个异国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作为与

我们相异的他者，异国作者及作品恰恰会帮助

我们不断突破本土语言的疆界和局限，考验我

们自身接纳异的现实能力和未来可能；同时，

作为异国作者的中文写作，它又使异域作品脱

离其母体，在一个陌生世界验证和开拓自己的

可再生性，考验作品是否能在译者的帮助下通

过中文这一新的语言呈现为艺术品。事实上，

翻译中的原作者当然不可能用中文写作，而译

者的任务恰恰是通过自身的创造去挑战这种不

可能，这一挑战的本质就是不同文化和语言间

的完美对话与相互激发。

傅雷在评论儿子傅聪的演奏时曾欣喜地谈

到：“你能用东方人的思想感情去表达西方音乐，

而仍旧能为西方最严格的卫道者所接受，就表

示你的确对西方音乐有了一些新的贡献。……

唯有不同种族的艺术家，在不损害一种特殊艺

术的完整性的条件之下，能灌输一部分新的血

液进去，世界的文化才能愈来愈丰富，愈来愈

完满，愈来愈光辉灿烂。”（2010c：250）“翻

译 极 像 音 乐 的 interpretation”（ 傅 雷，2010a：

144），在这个意义上，译者正是通过其中文

“写作”“演奏”异国文学的中国艺术家，既带

来了本土语言的生长资源，又赋予异国作家作

品以新的生命。 

四、傅雷翻译标准对建国后翻译理论建设的 

现实意义

上文我们通过与泰特勒翻译思想相参照考

察了傅雷的翻译标准，既可见二者观念的契

合，也呈现出傅雷结合自身翻译实践与本土关

怀对相关问题的创造性阐发。通过二者的差异

我们看到，即使是看似相似的思想与学说，在

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也往往有不同的意义，旨在

解决不同的问题。在西方翻译思想体系内，泰

特勒提出的翻译标准与翻译和绘画间的类比并

未显露突出的创新，泰特勒实际上是在对翻译

史各种具体案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此前的

西方翻译思考进行了理论总结和提升。瑞纳

（Rener，1989）在其探讨 19 世纪前西方翻译理

论的专著《译释：从西塞罗到泰特勒的语言与

翻译》中，将泰特勒作为结点来论述，就包含

着这样的定位。那么，与泰特勒的翻译思想有

着相当契合的傅雷，他所提出的“务使译文似

中文创作”以及翻译“所求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等主张在中国的翻译史上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本文亦尝试对此问题进行考察。

就中国现代翻译史而言，对其影响至深的

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它不仅推动了

中国新文学的创造，也把中国对外国文学作品

的译介推进到新阶段。不仅极大提高了翻译数

量，对翻译质量问题的探索也进一步深化。新

文化人在对以林纾为代表的晚清民初意译风气

进行矫正的同时，不断强化翻译的“忠实”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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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而推崇直译。正如茅盾所言，“‘直译’这

名词，在‘五四’以后方成为权威。”（2009a：

423）此外，直译的主张背后渗透着从域外文学

输入新的表现法、提高语言表现力、建设现代

汉语的观念，因此也与句法的“欧化”紧密相

连。面对翻译所带来的语体文欧化趋势，以及

在“直译”名目下产出的种种文字生涩、粗制

滥造的译本，上世纪 30 年代就出现了对欧化句

法进行的集中反思，这种反思实质上表达了对

译文质量及其艺术表现力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翻译事业成为了社会主义

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对翻译质量的规

范化需求以国家意识形态的方式被表达出来，

1951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第一届翻译工作者会

议上，胡乔木的报告提出了“必须提高翻译质

量”的要求；而 1954 年 8 月召开的全国文学翻

译工作会议，茅盾的报告则题为“为发展文学

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就文学翻译

而言，这种提高翻译质量的需求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要求译者以更严肃的态度从事翻译实

践；二是继承前述对欧化句法的反思，在现代

汉语自身不断发展、更新的同时对其加以规范

化。而这两方面，都在傅雷的翻译实践和翻译

思想中有突出的体现。

从前述对傅雷翻译思想的分析中不难看到，

正是对翻译是艺术的深刻体认和提倡，使傅雷视

翻译事业为神圣的责任，对翻译的质量要求非常

严格。人民文学出版社邀傅雷翻译伏尔泰的小说

《老实人》，他“足足考虑了一年不敢动笔，直到

试译了万把字，才通知出版社。”（傅雷，2010b：

213）《老实人》从初译至寄出文稿“改过六道”

（傅雷，2010c：44）；尽管 1944 年傅雷初译《高

老头》极受欢迎，先后印过四版，但建国后，傅

雷出于精益求精的质量要求，仍然完成了对《高

老头》的重译（1951 年）和重译基础上的再改

译（1963 年），足见他个人对翻译质量问题的重

视。由此，他也特别不能容忍那些“本身原没有

文艺的素质、素养；对内容只懂些皮毛，对文字

只懂得表面，between lines 的全摸不到”的译者

（2010a：144-145）。不用说，那些“对文字只懂

得表面”就率尔操觚的译者，最好的状态上只能

做到形似，肯定无法传递“between lines”的神

韵。正是对译文质量的要求，使傅雷不惜将形似

和神似对立起来，强调译文“所求的不在形似而

在神似”。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强调神似重于形

似，也是面对五四以来占主流的直译传统的某种

反拨，是在文学翻译的语言忠实之外，对翻译语

言艺术性和表现力的要求。

另一方面，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一直从事

翻译事业的傅雷，从自己的翻译经验出发，继承

前述对语体文欧化的反思，出于对译文语言表达

规范化和艺术性的考虑，总结出“理想的译文仿

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 “务使译文似中文创作”

的观点，他认为：“从无法文似的英国译本，也没

有英文似的法国译本。假如破坏本国文字的结构

与特性，就能传达异国文字的特性而获致原作的

精神，那么翻译真是太容易了。”（2010b：214）

这种观点中既包含了对民族语纯洁性和规范性的

需求，也包含着以原作的艺术标准来看待译文、

以一件艺术品还它一件艺术品的追求。此种主

张，无疑与更强调句法输入的直译派提出的“宁

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周

作人，2009：441）遥相对立。

作为建国后少有的完全靠翻译收入生活的

翻译家，傅雷以其对翻译事业的专注和投入，

实践着自己的上述翻译追求。可以说，傅雷的

这些翻译思考虽然来自于个人的实践与总结，

但他却以对翻译的热切和关注表达了时代的内

在需求，并通过个人译作的成功印证了这种翻

译态度和翻译主张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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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高老头》重译本序”、“翻译经验点

滴”等公开发表的谈论翻译的文章之外，傅雷

还写过一篇论翻译的文字，也应有相当重要的

影响。在 1954 年致宋淇的信中，傅雷告诉对

方：“我在五月中写了一篇对‘文学翻译工作’

的意见书，长一万五千余言，给楼适夷（时任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笔者注），向今年八月份

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的筹备会提出（即前文

所述 1954 年 8 月大会，笔者注）。里面我把上

述的问题都分析得很详尽，另外也谈了许多问

题。”（2010a：145）杨绛的《忆傅雷》亦可印

证此事：“1954 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

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

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

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⑩

（1994：78）该文今已不存，不过傅雷所说的这

封“文学翻译工作意见书”必定包含着他个人

对翻译问题的思考以及对新中国发展翻译事业

的建议。虽然我们今天只能由傅雷论翻译的其

他相关文字去揣测其中的内容，但可以确定的

是，傅雷的万言意见书在当时的翻译圈当为不

少人所知，因为这份意见书曾“大量印发给翻

译者参考”（同上）。在致宋淇的信中，傅雷提

到自己向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筹备会提交的

长文曾被周扬看到过，可见此文已为当时文艺

界的领导层所知晓。而如果没有当时领导层对

傅雷意见的认可，则绝无可能将此文大量印发

译者参考。那么，傅雷向文学翻译筹备会提交

的翻译万言书，其思考是否可能被吸收进当年 8

月茅盾所做的主题报告中呢？

茅盾报告第三部分的标题即为“必须把文

学翻译工作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即使不是

出于傅雷的提倡，至少也与傅雷译论的核心内

容极为一致。报告详细阐释了翻译应具备艺术

创造性的要求：“这样的翻译，自然不是单纯技

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求译者通过原

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

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这样的翻

译过程，是把译者和原作者合而为一，好像原

作者用另外一国文字写自己的作品。”（茅盾，

2009b：575）在这段文字中，无论是翻译中形、

神关系的思考和讨论，还是“原作者用另外一

国文字写自己的作品”的观点都是傅雷翻译思

想中极为重要的内涵，特别是“原作者用另外

一国文字写自己的作品”这一表述在中国译界

正是出于傅雷的反复提倡。

报告中还特别谈到了翻译工作中的语言运

用问题，批评了按照原作“原来的结构顺序机

械地翻译过来的翻译方法”，以及直译可能导致

的翻译中欧化句法的流弊。提出“好的翻译者

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一方面却以本国的语言

进行思索和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

摆脱原文的语法和语汇的特殊性的拘束，使译

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了原

作的内容和风格。”（茅盾，2009b：577）报告

表述中对纯粹的祖国语言的强调，与傅雷所提

出的“务使译文似中文创作”、“译文必须为纯

粹之中文”（2010a：273）的主张高度一致，而

提倡译文摆脱原文语法和语汇形式的束缚以传

达原作风格与内容，则可见傅雷“神似”翻译

标准的痕迹。

茅盾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文化部部长，

他在 1954 年 8 月第一届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

上的报告带有文化界纲领的意义，报告无疑是

在吸取了同时代很多翻译工作者理论见解的基

础上形成的，而作为一位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

思考方面都如此用心的译者，傅雷向翻译会议

上书的举动正表达了他对祖国翻译事业的关切，

也借此将自己的翻译思考与体会汇入了时代的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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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傅雷的翻译思想从根本上是自身翻译实践

与本土翻译语境的产物，不过，与异国翻译思

想资源的遇合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催生和深化了

他关于翻译思考的表述。这种异国启迪不是照

搬和摹仿，而是在表述的相似中包含了对本土

文学艺术传统的汲取、对本土翻译现象与问题

的回应，由此使傅雷的翻译思考具有了对本土

现实的创造性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北京

外国语大学院系自主项目（2015ZW067）以及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8YJA752010）资助成果。

注释 │

① 参见郑振铎：《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小说月报》1921 年第 12 期
第 3 号。该文第二部分“译文学书的方法如何”介绍泰特勒的三原则，
并进行简单的评说；洪深，“《少奶奶的扇子》改译序录”，《东方杂志》
1924 年第 2 期；李健吾，“拉杂说翻译”和董秋斯“翻译者的修养”，
后两篇均见《文讯月刊》第 9 卷第 1 期（1948 年 7 月）。

② 参见李培恩，《论翻译》（1935），见中国译协《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
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徐永瑛，

《论翻译的矛盾统一》，《外语教学与研究》，1963（1）；赵巍、石春让，
《比较译学的个案研究引发的思考—从严复的“信达雅”与泰特勒
的三原则说起》，《外语学刊》，2005（5）；黄忠廉，《适应与选择—
严复翻译思想探源》，《上海翻译》，2009（4）等文。

③ 此信中的“泰特勒”加书名号，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的《傅雷
谈翻译》（第 29 页）亦如此，不确，未知手稿如何。

④ 文中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一书译文均由笔者提供。关于第三原
则中的 original composition 在汉译中常被译为“原作”的错误，参见
汪宝荣，《泰特勒翻译理论新探》，《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5），
及郭建中，《泰特勒翻译三原则中译辨正》，《中国翻译》，2013（3）。

⑤ 对泰特勒三原则和严复翻译标准的对比研究往往未充分注意到这样
一个事实，即泰特勒讨论的是西方语言间的文学翻译，较关注风格问
题，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讨论的西方思想著作之汉译，更
关注思想的传达，二者的具体关注颇具差异。

⑥ 当然，在英语中，art 本身也同时包含了技艺的含义。
⑦ 陈福康指出，“用临画来与翻译作比较而立论”并不始于傅雷，“至

少早在 1929 年陈西滢就这样比过，甚至傅雷的一些用语都与陈氏相
似”（陈福康，2000 ：391）。陈源（陈西滢）的文章《论翻译》中
有这样的表述“翻译与临画一样，固然最重要的是摹拟，可是一张画
的原本临本用的是同样的笔刷颜色，一本书的原文与译文用的却是
极不相同的语言文字，因工具的不同，而方法也就大异。”（罗新璋，
2009 ：478）这一表述与泰特勒的原文更为接近。陈源（1896-1970，
笔名西滢）中学毕业后就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就读，而《论翻译的原则》
的作者泰特勒即是爱丁堡大学的知名教授。此外，陈源在武汉大学

（1928-1945）任外文系教授期间曾主讲翻译必修课程。联系上引陈源
的表述和泰特勒的重合，可以判定，作为英国留学归来的讲授翻译科
目的教授，陈源一定读过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这部经典之作。值
得注意的是，1950 年在《翻译通报》上专门撰文介绍泰特勒翻译理
论的翻译家罗书肆，正是当年曾受教于陈源的武汉大学外文系的毕业
生。因此，陈源与傅雷在谈论翻译和绘画时某些具体表述的相似，如
果放置在同受泰特勒思想启发的背景下，或许更易被理解。

⑧ 泰特勒论文中为古希腊文文本，本文此处采用陈中梅译，《伊利亚特》，
华夏出版社，2007，第 133 页。

⑨ 关于五四以来对于翻译与现代汉语建立的讨论、直译之风与翻译改
造汉语的关系等问题，参见朱一凡，《翻译与现代汉语的变迁 1905-
1936》，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年，第 36-126 页。

⑩ 巧合的是，这种讨论翻译问题的方式，即通过对大量译例的评价考量
而得出结论，也正是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一书所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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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ssisted Interpreter Training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By CHEN Jing & WU Qio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China) p.68

Abstract: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represented by the Interne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is changing the way we do interpreting, bringing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interpreter education.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and to meet the challenges, it is necessary that practitioners concerned gain a perspective on how IT came to 

play its unique role in interpreter training and how it might further contribute to the informatization of the field. Responding 

to such a need, we review in this article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published from 1967 to 2017 in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identif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and potentials of an IT-assisted approach to interpreter education so as to provide 

a useful point of reference for all those involved in the interpreting-related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to push for a deeper 

integra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training of interpreters as well.

Key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assisted interpreter training; retrospect; prospect; opportunity; challenge

Fostering Comprehensive Competence in Translation-related Search and Verification
By YU Jingsong & QUE Y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p.79

Abstract: The more specialized and complicated a source text is, the greater competence in search and verification its 

translation would demand. Without the skills in critical thinking and the capability to retrieve needed information or otherwise 

utilize available technological tools, one can hardly hope to render such a text successfully. This is why how to help translators 

gain a comprehensive competence in search and verification has become a top issue to all the educational programs concerned. 

As part of its efforts to address this issue, Peking University has recently launched a pedagogically framed competition 

over the translation of academic articles on Turkic history. By participating in this competition, students have gained much 

from their experiences in selecting academically appropriate translation standards, analyzing language features of scholarly 

texts, managing translation quality control, and making use of information search tools, etc. It is hoped that this educational 

experiment will serve a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training of advanced translators.

Keywords: advanced translator training; competence in search and verification; academic translation;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methodology

Value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Projection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Figure 
Dui-ou: With Sinologist Hanan’s English Rendition of Folk Sayings in Ming and Qing Novels as 

a Case in Point
By LIU Xiaohui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China) & ZHU Yua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p.130

Abstract: An often-neglected issue in the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the Chinese figure of speech Dui-Ou is how the values 

and the national identity its use tends to embody are reconstructed or rewritten in the process of its translation. Drawing 

on 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value and taking as an illuminating example Patrick Hanan’s rendition of Dui-ou employed in 

Chinese folk sayings in his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Ming and Qing popular fi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whereby 

the target text reconstructs the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values the Chinese figure carries or projects in the original. The 

study finds that primary among these mechanisms is the subjectification of the object and the objectification of the subject. 

Other elements, such as the translator’s value needs, the textual strategies adopted and the criteria deploy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lso help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cultural values carried by the figure in the 

original are either preserved or assimilated in the target text. 

Keywords: dui-ou; folk saying; subjectification of object; objectification of subject; national identity; value; rewriting 


